经济发展新格局下建设生物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平台的路径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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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制造技术是迈向生物经济时代与“双碳”目标背景下实现工业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法与手段，也是全球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是推动生物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为有效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比较北欧国家瑞典和丹麦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异同点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两国围绕建设生物制造产业科创平台应对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压力的创新举措。基于瑞典重点发展以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森林生物技术中心、Testa中心和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建立生物可持续研究中心来发展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大政府引导、扩大资金投入、促进企业主体地位、探索创新运行管理模式、集聚国际优势团队打造成果转化长效机制等建设生物制造产业科创平台的路径与对策，以促进我国从生物制造大国向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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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a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Bio-manufacturing Industry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wo Nordic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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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pathway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current "double carbon" goal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t is also a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that all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mpeting to develop.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iological manufacturing.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learn from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dic countries (Sweden and Denmark) and China's bio-manufactu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two Nordic countries to deal with the pressur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bio-manufacturing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bio-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presented by Berzelii Centre for Forest Biotechnology, Testa Centre, and Novo Nordisk Foundation Center for Bio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and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the bio-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ch as increasing government guidance, expanding capital investment, promot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exploring innovativ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odels, and gathering international advantageous teams to create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hievements, so as to promote China 's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bio-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powerful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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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使来自可再生原料的绿色产品越发受到青睐，条件温和且绿色环保的生物制造过程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以合成生物学和绿色生物制造为代表的先进生物制造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快速发展，并深度融入医药、农业、化工、材料和能源等领域，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制高点。美国2022年9月发布《关于推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靠的美国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以下简称为“《生物法案》”）并启动价值20亿美元的国家生物技术与生物制造倡议，2023年3月又推出《推进美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的明确目标》，显示了拜登政府致力于强化美国国内生物制造供应链安全及维护其在全球生物经济产业霸权地位的战略举措[1]；欧盟连续3年发布《生物经济战略政策白皮书》，聚焦发展循环生物经济并推进绿色协议目标达成。生物经济已成为大国竞争和战略布局的重要领域，各国都通过建立高层协调机制和实施专项规划形成共识，必须对传统的基于化学过程的物质加工与制造模式进行革命性转变，实现从传统的化石资源开发转向可再生物质原料甚至CO2为原料的环境友好型物质加工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技术是先进生物制造技术，即以生物学为基础，通过先进的合成生物学及微生物发酵工程与酶工程实现化合物的高效工业绿色生产，从而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资源、能源与环境问题 [2]。
党中央历来重视生物制造技术的时代意义和发展趋势，自“十一五”期间科技部在国家863计划中首次设置“新一代工业生物技术”专题以来，中国持续加大对生物制造技术的科研投入，促进技术革新和能力提升，有力推动了国家生物制造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2022年5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首部生物经济五年规划《“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成为我国生物经济步入发展快车道的里程碑。中国也将生物制造技术摆在科技创新战略的核心地位，通过推进生物制造技术的前瞻布局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创新实践，实现化工原料和过程的生物技术替代，助力我国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3]。“十四五”以来，中国的生物产业发展规模持续增长，2021年已达到6.1万亿元，占全国生产总值（GDP）的5.3% [4]，成为生物经济大国。如何进一步实现我国生物制造技术高端自主可控？有效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将是实现“中国制造2025”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北欧两国与中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比较
欧洲作为现代工业制造业的发源地，长期保持着在工业制造技术的领先地位，持续重视先进生物制造技术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普遍认同生物制造技术有利于打破资源消耗周期、节约能源和原材料、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并制定了一系列战略研究计划，有效促进了生物制造技术在欧洲的发展[5]。北欧地区作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国家群体代表之一，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经济转型，产生了诸如沃尔沃、诺和诺德等诸多高新技术跨国公司。在生物科技创新方面，瑞典和丹麦站在欧洲前沿，其研发能力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生物制造领域尤为突出，已建立起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好的生物制造技术产业[6]。全球著名的生物医药企业诺和诺德、工业酶制剂公司诺维信的总部均位于丹麦，诺和诺德在胰岛素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市值达3 500亿美元[7]；诺维信作为国际工业酶制剂的主导企业，拥有全球超过40%的市场份额[8]。瑞典同样聚集了一大批头部生物科技跨国公司，如阿斯利康、法玛西亚、通用医疗等。可以说，瑞典和丹麦是欧洲乃至全球的生物制造战略高地。
中国生物制造产业起步较晚，以制造业和资源优势取得了部分大宗产品在产量和规模上的迅猛发展。“十三五”期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主要产品产量从2016年的2 626万吨增加到2020年的3 141万吨，产值约2 800亿元[9]。其中，氨基酸、有机酸、多元醇等产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60%~80%，稳居世界第一[10]。同时，中国在全球药品生产中也占据着主导地位，是全球第二大原料药生产和第一大原料药出口国[9]。然而，在关键核心技术储备、核心装备研发以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我国生物制造产业仍存在短板。例如，我国菌种知识产权仅占全球的5%，创新药占整个医药市场的比重仅为9%，尼龙、1,3-丙二醇等重大化学品的高端产品还严重依赖进口[11]。
为推动生物制造技术发展、打破“卡脖子”技术垄断，中国近年来在生物制造领域的科技立项和创新平台建设快速增长。科技部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启动了合成生物学、绿色生物制造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大力支持我国生物制造领域的创新发展。中国国内生物制造领域已建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平台22个，国家企业中心22个和行业技术开发中心15个[12]。在一系列政策、项目和平台的支持下，中国生物制造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突破，但想要赶超世界前沿水平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虽然总体经济庞大，位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依然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北欧国家虽然总体经济不及我国，但已形成了资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前者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巨大投入推动，而后者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北欧在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的经验，比如瑞典和丹麦两国政府和大型企业联合主导的一系列推动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和举措对中国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2 瑞典和丹麦建设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平台的逻辑背景与经验效果
中国虽是工业大国，在传统生物制造领域，如有机酸和抗生素发酵生产等产业规模世界第一，却不是生物制造强国；这是因为中国的生物制造产业大都为资源依赖型，而且在如此大的体量下，在该领域没有产生一家大型跨国公司[13]，更缺少国际型的科技创新平台。反观位于北欧的瑞典和丹麦在政府和大型企业的主导下，生物制造技术蓬勃发展，已成为该领域的国际型战略高地。基于上述分析，针对我国生物制造领域存在的现状和问题，借鉴北欧国家瑞典和丹麦的平台体系建设经验，逐步提高中国生物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总体水平，将有效推动中国由生物制造大国全面迈向生物制造强国。
2.1 瑞典建设生物制造科技创新平台的经验与对策
[bookmark: OLE_LINK6]瑞典在生物制造技术领域具有优良的研究传统，无论在基础研究还是产业化方面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并且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与应用等领域居于世界前沿水平。瑞典的林业发展规模较大，在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方面主要依靠其丰富的森林资源。在大力建设以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生物制造技术创新集群过程中，瑞典政府积极发挥顶层设计的推动作用，在瑞典的生物基材料产业环境形成上不断注入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向企业征收CO2排放税，前瞻部署碳中和政策举措以鼓励企业使用生物质能源，进而催生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2011年，瑞典环境署发布《瑞典2050年能源展望—基于可再生能源技术和资源》报告，向社会宣布瑞典旨在实现能源消耗100%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方案[14]。2017年，瑞典宣布将建设成为全球首个化石燃料零使用的福利国家[15]，通过发展生物质能源，瑞典政府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对进口石油的零依赖。瑞典基于该发展目标持续对生物制造相关研发给予资金支持，设立多项研究计划用于提升创新平台建设及与大学和企业的互动，如开展卓越中心计划，对于默奥大学的森林生物技术中心(The UCFB Berzelii centre)等进行10年以上的长周期支持，每年投入500~1 000万克朗的资金[16]，旨在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促进研究成果产业化落地。以下列举瑞典和丹麦部分创新平台运行的管理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瑞典和丹麦部分创新平台运行管理模式
	平台名称
	资金来源
	资助规模
	运营模式
	成果归属
	管理机制

	瑞典默奥大学的森林生物技术中心
	政府
	10年长周期支持，每年500~1 000万克朗
	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归研究人员所有，鼓励开放共享
	经费统一管理；全流程国际化；促进学术界与工业界紧密结合；强调人才团队和研究环境建设

	[bookmark: OLE_LINK14]瑞典Testa中心
	政府加企业
	
	有偿提供科研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
	归研发方所有
	市场化运营

	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生物可持续研究中心
	企业
	13.2亿丹麦克朗
	资助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向更加聚焦企业需求
	归研究人员所有，通过委托研发等多种模式与企业合作
	注重顶层设计；研究队伍国际化；重视成果转化


为了促进以生物质能为代表的生物制造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瑞典政府还采取了以下措施：（1）将生物制造技术列为优先发展领域，增加其科研投入；（2）加强生物制造技术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利用区域性和国际性科技计划，参与该领域的国际合作；（3）支持生物制造技术基础研究和发明创造，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化成产品，国家免费为生物制造技术成果商品化提供咨询服务；（4）加强公共种子资金对新成立生物制造技术公司早期发展阶段的支持，社会和工业部门共同帮助科研人员和企业建立联系，提供种子基金[15]。
随着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和需求度的逐渐上升，近年来瑞典政府更加注重优质健康产业的发展，使其依托各类科研机构形成了以丹麦-瑞典生物谷为代表的高水平生物产业创新集群，辐射带动一系列研发创新中心的建立[17]。瑞典在生物制造创新平台建设中既协同构建产业体系，又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建立了以Testa中心为代表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为国内外生物制造领域研究人员提供服务，通过高水平人力资源共享和知识资源协同，实现互利共赢[18]。如表1所示，Testa中心是一家企业（思拓凡）和政府（瑞典企业与创新部）共同建立的非营利机构，旨在通过向世界提供现代生物制药基础设施，降低生物生产的门槛，使学术界、开发、测试和验证生物医药产品和技术的中小型公司受益。只要缴纳一定接入费，企业和研发机构就可以使用机构的科研仪器设备、平台和服务，并没有优先购买权之类的任何附加条件，所有研究成果归研发方所有。
2.2 丹麦建设生物制造科技创新平台的经验与对策
在生物制造技术创新方面，丹麦拥有世界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诺和诺德，该公司早在1922年就发起成立了诺和诺德基金会（Novo Nordisk foundation，NNF），其愿景是以先进的生物技术提高医疗水平，促进人类健康及社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NNF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资助健康及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学研究，2010年以来，已资助丹麦及北欧国家公共设施及医疗机构的研究经费超过200亿丹麦克朗（约合204亿元人民币）[19]。2011年，为了加强丹麦在生物制造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NNF先后累计出资13.2亿丹麦克朗依托丹麦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enmark, DTU）成立了诺和诺德基金会生物可持续研究中心（Novo Nordisk foundation center for biosustainability，NNF-CFB）。该中心是NNF研究中心集群的一部分，致力于发展生物制造技术，为解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致力于确定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化合物包括生物基化学品和生物药物，加快其设计与制造过程，发展通过构建微生物细胞工厂可持续生产这些化合物的方法。具体目标包括：扩大可生物制造的化合物和蛋白质产品的范围；降低构建具有工业应用价值微生物细胞工厂的周期和成本；应用和转化其主要研究和开发成果，促进基于生物制造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微生物细胞工厂设计、构建、测试等方面培养和培训一系列专业技术人员。在NNF的持续资助下，该中心目前已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研究中心[20]，并通过开发和完善生物制造的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方法，在设计、建造和测试微生物细胞工厂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在生物制造技术方面的管理机制与发展创新措施如下：
（1）注重顶层设计。该中心在科学咨询委员会领导下，由多个科学部和研究小组组成。研究方向集中在细胞工厂、代谢工程、系统生物学、抗生素、抗菌药物、生物制药、生物信息学和实验室自动化等方面。科学部是整个研究中心的核心部门，包括细菌、酵母、动物细胞、建模与优化等部门，这些部门的研究人员均是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他们主要进行基础研究，以确定可以用生物方法生产的化合物。而在各个研究小组内，研究人员主要进行应用研究，重点是缩短菌种设计周期并开发相应的生物过程。
（2）研究队伍国际化。NNF-CFB拥有300多名工作人员，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并在总部DTU之外，分设了多个分研究中心，包括在哥本哈根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和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NNF-CFB的目标是吸引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人员，创造一个面向国际的创新研究环境。该中心汇集了全球生物制造领域的著名科学家担任兼职首席研究员（PI），例如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ens Nielsen教授、Sang Yup Lee教授，美国工程院院士Bernhard Palsson教授和Jay Keasling教授等。
（3）重视成果转化。NNF-CFB十分重视生物制造技术的应用和转化，有效填补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鸿沟。该中心鼓励研究人员利用自己研发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成立新的企业，并积极为这些初创企业向投资者寻求资金。不仅如此，该中心还具有一个中试实验基地，在这里，各研究小组可以评估其所设计的微生物细胞工厂的性能，并进一步优化其发酵过程，加速相关生物医药产品的产业化进程。
3 瑞典和丹麦经验对我国建设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平台的借鉴意义
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国全面开启了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伟大征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迈出了新步伐。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紧扣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问题，释放了以科技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优势的鲜明信号。在生物经济推动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高端生物制造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无疑是链接创新与产业两个链条最有效的纽带，这与北欧国家瑞典和丹麦长期以来的发展理念和实际做法相似。通过深度比较分析，对我国发展生物制造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具有以下借鉴意义。
3.1 强化政策引导的同向一致性
瑞典是个缺油少气的国家，能源使用曾经长期依赖石油进口。进口原油价格飞涨和核能安全事故促成了以生物质能源为代表的生物制造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瑞典已经成功从20世纪70年代70%以上的能源依赖进口石油，转型到石油仅限用作运输燃料，而社区供热、工业供热和电力供应都主要使用生物质能源。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归功于瑞典政府的顶层决策。在很多国家都在争论是否应该支持发展生物质能的时候，瑞典作出了杰出表率，示范了一个国家如何依靠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短时间内成功将进口依赖型能源结构调整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结构，建成了低碳经济模式，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中国不具备瑞典那样丰富的森林资源，但国家每年有十几亿吨农林废弃物亟需处理，比瑞典的资源量高出几个数量级，完全可以通过相关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开发，为国家能源安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大气污染物治理和减排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国科学技术部在机构改革后，具有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职能，有条件梳理出台相关适用于生物制造科技创新平台的指导意见，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促进生物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3.2 加大资金扶持的组合叠加性
丹麦NNF-CFB成功运营并快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有来自NNF强大的资金资助，生物制造技术开发投入大、耗时长、风险大，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更多投资主体，更大投资力度，更广投资范围的不同资本形成不同阶段的组合，并进行有效叠加输入，才有望在生物制造创新平台上不断产出高质量成果。借鉴NNF-CFB的经验，中国也可以通过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引入行业联盟，将多种不同渠道来源的基金通过基金会或者基金联盟的组织形式加以统筹管理，按不同的产出阶段和时间节点，里程碑式地开展多元投入，有效激发科技创新平台的活力和动能。
3.3 确立企业创新的主导地位性
瑞典和丹麦在生物制造技术方面的成功经验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即鼓励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尤其是以诺维信为代表的全球著名的生物制造技术巨头。当前，中国要发展壮大生物制造技术产业，除了政府必要的扶持外，应当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目前中国的生物制造技术企业研制和生产多是跟踪模仿西方已经开展的项目而来，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政府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支持生物制造领域龙头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并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生力军的作用，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的优势，努力促进其在生物制造技术研究及产业化方面的积极价值。同时大力促进以企业为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进一步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能级重点实验室、开发机构或全资公司，共同选题攻关，联合实施生物制造技术原始创新项目。
3.4 优化平台运行的机动灵活性
很多创新平台管理多以行政化为主，通过政府独立或与企业合作投资建立非盈利性研究机构，运行管理模式类似传统的研究院所，其优势在于能够利用强大的管理权聚集有效资源，提供自由宽松的研究氛围和政策环境，有利于探索性基础研究的开展。但中心与企业对接存在天然隔阂，研究与行业需求容易脱节，自我造血能力弱，需要长期财政支持。从长远来看，创新平台的运行和完善应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微调为辅[21]。瑞典Testa中心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投资，对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运行模式进行了探索，创新平台为有研发需求的企业或院所提供设备平台以及相关技术和咨询服务，并从中收取一定的报酬。诺和诺德基金会在支持生物可持续研究中心建设方面采取了更为宏大的战略布局，中心在企业所深耕领域集聚和培养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产出创新成果，能够在基础科学、技术、人才等方面推动行业发展，作为支持方的企业能在第一时间受益。鉴于国外这种相对机动灵活的管理方式，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可以进一步探索更为符合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形势的运行管理模式，如采用“高校+市场”的双轨制运行模式，开展平台运行方和团队的科技成果赋权试点，完善目标考核的绩效分配机制等。
3.5 拓展全球范围的国际外延性
丹麦NNF-CFB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在全球引进高端科研团队，几乎囊括了全球生物制造技术领域各个方向的领军人物，这些领军人物的加盟充分发挥了平台思维国际化、行为国际化和管理国际化的优势，一方面为其科研提供前沿决策，另一方面吸引众多人才加盟。未来，中国在发展生物制造技术、建设科技创新平台方面，可以借鉴NNF-CFB的成功经验，采用柔性引进方式，吸引生物制造技术领域的国际领军人物加盟。如2019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引进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Sang Yup Lee、德国科学院院士Manfred T. Reetz等入驻我国成立的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设立大师工作室，为我国更好地集聚国际高端科技资源，借力全球人才智慧，为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22]。
3.6 增强技术转移的专业服务性
优质的科技创新平台既需要大量的高端的科技创新专业技术人才，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技术转移人才，早在2017年，中国国务院就明确要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体系[23]，因此可借鉴NNF-CFB的经验，引导高校或社会上专业的技术咨询与转移机构加入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技术转移人才这一特殊作用群体，大力支持生物制造技术领域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交流与合作，鼓励学术界利用创新技术和知识产权建立初创型企业，通过技术转移队伍对成果进行概念验证，并引入其他资源扶持这些企业成长，形成“转移+孵化”的基于概念验证的成果转移转化新范式，助推高质量生物制造创新平台的快速成长。
4 结语
当前，中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仍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和挑战，亟需进一步发展先进生物制造技术手段破解一系列难题。北欧国家瑞典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倡导并实施以生物质能为代表的生物制造技术，并加速成为全球首个化石燃料零使用的福利国家；丹麦作为全球著名的生物制造技术领先公司诺维信的总部所在地，是欧洲乃至全球的生物制造技术强国。这两国政府和大型企业联合主导的一系列建设生物制造技术的科技创新平台及应对可持续发展的举措对我国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只有结合我国国情与发展现状，加速建设生物制造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平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以平台建设为抓手搭建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桥梁，解决中国“双碳”目标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而催生变革性技术，产生强大的新质生产力才能以生物制造创新引领我国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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